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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的契约伦理色彩
及其产生、变异分析

胡 骄 键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250100)

摘 要:中国在北宋时期就产生了具有一定程度现代契约伦理色彩的共同体组织———乡约。不过,“乡

约”这种契约伦理共同体跟现代以个体权利为本,通过契约缔结的社会组织有本质的不同。“乡约”旨在提升

个体德性,以便将个人更好地收摄进家族式群体生活方式之中,而不是让个体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体。因

此,入明后,“乡约”即被君主专制权力所利用,成了官府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和牢笼人心的工具。于是,“乡约”

这种具有一定现代契约伦理色彩的共同体组织终究没能发展壮大并引起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性转型。探明

乡约的契约伦理特性及其产生、变异的原因,有利于推动传统伦理形态的现代转型,有利于提升当代中国社会

整体的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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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传统中国虽然在经济领域有一定的契约因素,但这些契约行为没能提升为系统化的

可以带来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契约论思想。何怀宏就说:“在中国历史上,契约则主要是作为一种

经济范畴起作用,……不曾有过社会政治、宗教神学或者道德哲学方面的契约理论。……契约的思

想也没有踏进过哲学和伦理学的殿堂。”[1]此论尽管无大差错,却有评价略过之嫌。或许正是受此

认识影响,对拥有一定契约伦理色彩的乡约的研究主要就集中在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历史性地

考察乡约本身的发展过程,旨在梳理清楚乡约的基本结构及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如周扬波[2]、
段自成[3]、董健辉[4]等人的研究。二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分析乡约“一道德、同风俗”的社会整合功

能,如梁漱溟[5]、杨开道[6]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乡约的社会整合功能来为其主张的乡村建设实

践服务。为此,杨开道还专门撰写了《中国乡约制度》为其乡村建设理论奠定理论基础。陈宝良[7]、
韩玉胜[8]等学者则关注了乡约对明清以来地方社会的道德教化与道德治理的功能。三是探讨乡约

对当代中国各项发展战略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如陆自荣[9]就提出“新乡约”的概念,为乡村振兴战略

提供历史借鉴,笔者也曾撰文探讨过乡约对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意义①。此外,日本学者也比较关注

乡约在明清时期的基层教化功能,如酒井忠夫[10]的研究。综合起来看,鲜有学者从乡约所蕴含的

契约伦理层面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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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认为乡约所具有的“养、教、感、劝、惩”相结合的五维一体结构有助于当代核心价值观认同工作的提升。详见拙文《传统

“乡约”劝善对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启示》,《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年第2期,第101-106页;另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

化的传统劝善文化路径探析》,《广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186-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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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自中唐入宋,就拉开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最早步伐,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就将唐宋

之际的这一历史大转变称之为“唐宋之变”[11]。只不过这一历史转变因元、清两次改朝换代而遭到

了极大的阻遏,甚至是中断与倒退。“唐宋之变”的中心内容是指在北宋时期就出现了具有一定程

度现代精神的个体主体性因素。基于这些个体主体性因素,北宋时期在经济、社会等层面均出现了

大量以个体利益、需求为主导的而有一定程度现代契约精神的社会组织。在道德领域,则出现了乡

约这一契约伦理共同体。乡约虽然在宋代推行时间较短,但其对明清时代乡村社会的控制与教化

却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理清乡约内蕴的现代性因素,挖掘其产生的原因,进而探知其在明清两代

丧失掉现代性因素而沦为专制帝国控制、教化乡村社会之工具的原因,这有助于追寻传统中国伦理

思想现代转型的步伐和历史经验,也有助于反思中国历史上内生的个体主体性因素的内涵及其对

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意义。

一、契约与乡约的契约伦理色彩

(一)契约的基本要素

是否具有契约精神无疑是衡量一个社会现代性程度的标准之一。契约是独立自主且平等的个

体之间,在没有任何干涉和强制的情况下,为实现某一目的而达成的各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对于契

约精神的概括,很多学者基于不同的侧重点而有不同的归纳,但一般都包含着以下几个要素。
一是缔结契约主体的独立自主性。契约一定要出自缔约各方的自愿,缔约行为不能在任何强

制和胁迫的情况下进行。独立自主的个体是契约行为得以实现的前提。个体必须要有选择是否缔

结契约,与谁缔结契约以及缔结什么样的契约的自由。在前现代社会,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独立、
自由、自主的个体,个体都是一种依附性的存在。正像本杰明·贡斯当所指出的那样,前现代社会

里的个人仅仅是其所从属的共同体、宗族或城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个人是以某种方式被其所属

的共同体所吞没的[12]。现代性的核心特征就在于个体以各种原因、方式从其所属的共同体中“脱
嵌”(disembeddingofcommunity)出来,赢得独立、自由、自主的地位。因此,个体之间乃是平等的

关系,个体是作为现代社会的主体而存在,是建构各种现代社会组织的起点。
二是契约的个体目的性。缔结契约旨在实现个体的目的。经济领域缔结契约为的是个体利益

的最大化,政治领域的契约为的是个体权利的保护与尊重,个体目的是缔约的前提和归宿。相较而

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差异就是:传统社会强调个体的德性,而现代社会重视个体权

利。以个体权利、福祉为契约目的正是现代社会追求世俗生活精神旨趣的反映。正像霍布斯所说

的:“旧道德哲学家所说的那种终极的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不存在。”[13]因为一旦存在着一个笼罩

在世俗生活之上的超越的绝对至善,个体就不再是现代社会的主体,就不再是建构现代社会的

起点。
三是契约的允诺性。缔结契约还意味着承诺,这是契约的实质内容。由于有个体的允诺,才产

生了遵守契约的义务和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点与第一点紧密相关,只有个体能进行自由、自主的

选择与决断时,个体才有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黑格尔就说:“人的决心是它自己的活动,是本于他

的自由作出的,并且是他自己的责任。”[14]

上述三个要素实质是以第一个要素———自主个体———为核心和基础的。达成契约最根本的条

件是存在着独立自主的个体,而且此个体必须作为社会主体而存在。契约的内容一定与缔约各方

的利益、需求和目的相关,这是契约的宗旨。虽然契约的缔结以自由自主的个体之存在为前提,但
这并不意味着个体是不与他人发生关系的孤立个体。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有机的依附

性关系为主,而现代社会的主导性关系则是在契约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拥有明确的“人—我”或
“公—私”界限的关系。不管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人都不可能离群索居。人一定要与他人发

生某种关联,只是具体的关联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如果说古代社会人际关联主要是一种基于血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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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等天然因素的有机关联的话,现代社会的人际关联则是一种基于个体的主体意愿,通过契约达

成的机械关联。
(二)乡约的契约色彩

乡约源于北宋吕大钧的倡导,是一种在乡民个体自愿的基础上,以近乎现代契约的方式所组

建,是旨在规范闾里道德行为、提升乡民德性的契约伦理共同体。按《吕氏乡约》的设计,由自愿入

约的个体乡民公推行高德劭者一人为约正,主持乡约事宜。另举两位德行卓著者为约副,辅佐约正

处理乡约事宜。约中杂务则由入约乡民轮流担任“直月”(相当于今之“值班者”之意)处理。约正每

月召集入约乡民集会一次,集会上由约正主持,对入约乡民一月来行事之善恶进行评判与记录,善
则赏,恶则罚。“聚会则书其善恶,行其赏罚。”[15]567以规范乡民的日常行为,进而提升个体乡民的德

性水平,以成“里仁之美”。衡诸前述现代契约所具有的三个核心要素来看,乡约明显呈现出一定程

度的现代契约伦理色彩。
第一,个体乡民在乡约组建上拥有独立自主的主动性。乡约的推行并无任何强迫,一切以个体

乡民之自愿为原则。在吕大钧刚刚倡导乡约之初,就有人责难其是强迫乡民入约。对此,《吕氏乡

约·主事》篇说乡约之做法是“先求同志,苟以为可,愿书其诺”[15]567。即是说乡约乃是在个体乡民

自愿的情况下组建的。乡约这种尊重个体自由的风格一直贯穿于两宋时期。南宋朱熹在《增损吕

氏乡约》中对不遵守乡约规条,犯了过错且不认错和改正错误的入约乡民,都明言其有出约的自由。
“其争辨不服与终不能改者,皆听其出约。”[16]朱熹弟子阳枋曾与友人宋寿清、陈希舜等在其家乡合

州巴川(今重庆市铜梁区)推行过乡约,也以完全遵从乡民自愿为原则。他们推举进士黄应凤为乡

约的约正,“合同志行之,正齿位,劝德行,录善规过。……于以维持孝弟忠信之风,一乡化焉”[17]。
可见,乡约是建立在个体乡民独立自由自主基础之上的促进个体乡民道德自修、自省的伦理共同

体,而不是道德强迫组织。研究者认为,吕氏乡约的立约精神充分显示了民众自主选择向善的能

力,显示了对美好生活的道德向往[18]。
第二,乡约的个体成德目的性。乡约不是出于经济和政治考虑的社会组织,而是以提升个体乡

民德性水平、美化闾里风俗为指归的伦理共同体。《吕氏乡约》按照“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

交、患难相恤”[15]563-565的原则组织,虽有“患难相恤”等经济互助的内容,但整个乡约还是以“德业相

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等偏重德性提升的内容为主。萧公权就评价说:“乡约乃私人之自由组织

而非地方之自治政府。且所约四事,偏重道德。”[19]334在吕大钧看来,当时各行各业都有带契约色彩

的社会组织,“小民有所聚集,犹自推神头、行老之目”[15]568来进行各种救济扶持,在道德领域自然也

可以有相应的契约共同体来砥砺人们道德品性的提升。乡约乃是“乡人相约,勉为小善”[15]569的组

织形式。
第三,乡约的允诺性。因个体乡民具有出入约自由,任何愿意入约的乡民都意味着对乡约规程

的接受和承认。吕大钧在给友人的信中针对有人认为乡约是强人所难而进行辩白时说:“至于孝悌

忠信,动作由礼,皆人所愿,虽力有不勉,莫不爱慕。今就其好恶,使之相劝相规而已,安有强所不能

者乎?”[15]570按吕大钧此信中的意思,提升个体的德性并不是单纯的外在约束和来自他者的勉强,而
是自身追求卓越品性的内在要求。出入乡约的自由保证了允诺的自愿性,而自愿允诺又意味着承

担起了对乡约诸条款的遵守义务,且此义务乃是个体内在的道德要求。
乡约允诺所承担的义务与责任并不是单纯逻辑上、形式上的承诺,这种义务与责任还必须转化

为实际的日常道德生活行动,必须在物质财富所有权的流转方面予以呈现,让义务与责任获得实质

性内容。《吕氏乡约·患难相恤》条说:“凡同约者,财物、器用、车马、人仆,皆有无相假。”[15]566但道

德生活也不能完全强调舍己从人,人际间的互助亦须量力量情而行。“所助之事,所遗之物,……各

量其力,裁定名物及多少之数。若契分深浅不同,则各从其情之厚薄。”[15]565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对应性考察,乡约显然拥有一定程度上的现代契约伦理色彩。因此,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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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形式组建的乡约这种道德自治共同体就呈现出一种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市民社会”色彩。
萧公权对此曾评价说:“《吕氏乡约》于君政官治之外别立乡人自治之团体,尤为空前之创制。……
此种组织不仅秦汉以来所未有,即明初‘粮长’‘老人’制度之精神亦与之大异。盖宋、明乡官、地保

之职务不过辅官以治民,其选任由于政府,其组织出于命令,与《乡约》之自动自选自治者显然不同

科也。”[19]333萧先生的评价精准地点明了乡约所具有的现代契约伦理共同体性质:一切出自乡民的

自觉自愿,乡约条款、罚式程度等皆出于公议而非来自约正或其他有官方背景之权威性人物。“若
约有不便之事,共议更易。”[15]567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具有契约伦理色彩的乡约的前提和基础并不是现代社会契约

所赖以建立的以权利为中心的个体,而是一种德性个体。这就是乡约虽有契约伦理色彩但又与现

代社会契约伦理有根本的不同的原因,也是乡约后来会变异为专制皇权控制人心的工具的原因。
由于宋代社会所激发出来的个体的德性内涵太重,没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权利个体,以致无法使这

些古代契约行为和思想进一步发展为一套完整的能为政治、道德提供正当性基础的契约论思想。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宋代社会激发出来的个体主体性因素的推动,在以契约的形式组建社会

组织的风潮之下,出于个体自愿而组建的乡约,其实就是承认了个体之间在德性上的平等和道德发

展的主体自觉意识,而且人际之间的互助义务也极大地呈现出一种协议性质。由此而论,契约精神

还是踏进过中国伦理学的殿堂的。

二、“乡约”得以产生的原因

具有现代契约色彩的乡约何以能在北宋时代出现? 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北宋时期是否

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因为契约的前提是存在独立自主的个体。
借助于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自中唐开始,原有的贵族门阀社会被打破,入宋以后形成

了一个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都大不同于唐及其以前时代的社会面貌,此即前文

所引内藤湖南所说的“唐宋之变”。实质上,“唐宋之变”指的是自中唐开始,特别是在宋代,中国社

会萌生了一定程度的现代性因素。相对于19世纪中西方深度交通以后所带来的外缘现代性刺激,
黄玉顺先生将此称之为“内生现代性”(inherentmodernity)[20]因素。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宋代已经

是一个现代社会。我们必须正视,源起于唐宋之际的“内生现代性”因素随着南宋的灭亡,在接下来

的元明清三代里,除了在明代中后期有所发展之外,其余时期基本都处于停滞,甚至是倒退的状态。
这就使19世纪的外缘现代性冲击显得十分的耀眼,几乎遮蔽了中国历史上本有的内生现代性

因素。
将个体从传统纽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基本上反映了现代性的特有属性。“‘个体’的诞生,可

以说是现代世界与传统社会断裂的重要标志。”[21]不管是内藤湖南所说的“唐宋之变”还是黄玉顺

强调的中国“内生现代性”因素,实际上这两个概念的核心都是指宋代社会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具有

现代精神的个体主体性因素,这在宋代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以及观念层面都可以看到。
(一)经济层面的个体化因素

中国历史进入宋代以后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不管是农村租佃制经济还是城市商品经

济,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个体主体性因素都十分明显。
从农业方面来看,宋代的租佃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型经济模式,在这种契约型租佃关系中

“超经济强制已经很弱,经济契约成了主导”[22]。也就是说地主和无地农民之间存在着租佃的双向

选择关系,农民不再是必须附着于某一块特定土地上的农奴,而是拥有一定程度自由选择和流动的

农民。这自然会刺激农民个体化意识的增强。
城市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主要表现为北宋城市商业对唐代坊市制的突破,即交易场所不再被限

制在专门的“市”内进行,而是形成了临街开门、店铺林立的,以小家庭为核心的个体化商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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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23]111-112就是皇帝出巡的

御街都“许市人买卖于其间”[23]51。宋代最终废除了官府设置的市,这就使商业活动的空间得到进

一步的扩展,形成了繁华热闹的商业街区,具体直观的表现就是出现了《清明上河图》所绘的那种景

象。宋代城市商业活动中有固定门面的店铺多是大宗买卖的汇聚之地,另一种则是临时性的小摊

小贩买卖,这样的情形也可以在《清明上河图》中找到直观的形象。可以说,宋代城市商业经济活动

中的个体流动性程度比农村契约型租佃关系中的个体流动性程度还要高。由此,宋代城市商业活

动中的个体主体性因素绝不会低于宋代农村契约性租佃关系中的个体主体性因素。
(二)社会层面的个体化因素

宋代社会生活空间的结构完全不同于中唐以前的生活空间。中唐以前,严格的厢坊制度实质

是一种僵化的社会生活空间分区。夜晚宵禁之后,禁止一切商业活动,民众必须各归集体性的厢、
坊居住区。自中唐开始,厢坊制被打破。五代时,厢坊制已基本崩解。至宋,由于交易已不再被限

制在“市”里,于是出现了大量不定时交易的“墟市”“草市”[24]。在此背景下,城市居民纷纷搬出了

原来集体聚居的厢、坊,在临街之处,甚至是城墙根和城墙外搭建了新的商铺与住所,进行以小家庭

为主体的商业经营,这就使宋代许多城市呈现出“从封闭性古典型向开放性近代型转化”[25]的
格局。

宋代这种生活空间的小家庭化,实际是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生活空间的私人化倾向。生活空

间的私人化保证了人有自己的立锥之地。如果生活空间是完全公共的或集体化的,就意味着个人

的存在是弥散而没有边界的。一个没有建立起自身边界的人是不可能现实存在的,也不可能有“自
我”个体意识。“主体性在空间上对应着一个确定范围,主体除了对于自我、自身觉知以及源于自身

各种行动的意识之外,还包括了对自身所在、属于自己空间的明确意识。”[26]显然,宋代这些以小家

庭为单位的个体化经济活动在赢得经营上的便利的时候,也为自身赢得了个体化的生活空间,也就

为个体主体意识的出现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三)政治层面的个体化因素

一般认为,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便成了为君主专制帝国提供权力合法性

论证的官方意识形态。由此,儒学中的政治维度几乎是不存在个体主体性因素的。就宏观层面而

论,此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宋代儒学与汉唐儒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宋代儒学中个体主体性的因

素较汉唐儒学大为突出。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就把汉唐儒学与宋代儒学的结构区分为“天遣事应”和
“天理修德”[27]27两种模型。所谓“天遣事应”意指以“人道”应随“天道”而转,这里的主体是“天”而
不是“人”;而“天理修德”则是强调人性内具天理,朱熹就说“性即是理”[28]61,也就是说人可以通过

自身的道德实践而实现天人一体。沟口雄三认为:“‘天(即理)’作为人之‘德’内在于人,根据其内

在的‘德’的实践即‘天理’的实践,‘人’通过道德性或政治性地进行自我实现而实现了‘天’,这样,
宋代的天人合一理论取代了天人相关论(意指‘天遣修德’,引者注)。……客观上,政治或道德作为

人的领域的事物进一步得到了深化。”[27]27而宋代儒学中这种“‘人的领域’扩大的具体状况”[27]21在
政治层面的表现就是当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个体责任意识。这种心系天下的个体责任意识

在宋代儒学里的表现就是理学家企图以“道统”驯服“治统”的努力,又具体地表现在宋代士大夫所

主张的朋党政治之中。
尽管士大夫怀抱“以天下为己任”的个体责任意识,但是安天下绝非一个人所能完成。于是,

“(政治)观点相同或相近的士大夫之间自然会产生一种‘同道’的意识”[29]319,“朋党”由是而兴,欧阳

修正是基于这种“同道”意识,才为“朋党”辩护而作《朋党论》。朱熹则主张君子应该有党,因为有党

才能共图天下之事。且“惟恐其党之不众,而无与共图天下之事也”,所以要“引其君以为党而不惮

也”[30]。有学者就特别指出,宋代的“朋党”乃是在“国是”(即国家大政)之下的拥有不同政治倾向

的一种士大夫集团[29]321-386。显然,基于“同道”意识而形成的朋党政治虽然与现代政党政治有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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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不同,但多少还是显现了现代政党政治的一些色彩。
总之,经济、社会生活结构中孕育出的个体主体意识在政治领域就表现为“以天下为己任”的个

体担当精神。进而才有士大夫在君权面前的那种以“道统”自任的豪情,以及期望以“道统”驯服“治
统”的情怀,这促使在宋代士大夫的共识中形成了天下并非皇帝一家一姓之私产的观念。宋末元初

的刘黻就说:“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31]尽管“非人主所可得私”与人人都享有

主权的现代国家主权观念还有所差距,但却已使中国传统政治往现代性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四)观念层面的个体意识

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层面个体化相应和的观念层面的个体意识就是宋代儒学中的个体德性

主体意识。我们可以从一个历史事件中来透视宋代儒学中的个体德性主体意识,这就是太平兴国

八年(983),宋太宗向亲民釐务文臣颁赐《礼记·儒行》篇。自淳化三年(992)始,宋朝皇帝都会向进

士颁赐《儒行》篇。儒家文献《儒行》篇强调的就是特立独行的个体精神。向新科进士和亲民釐务文

臣颁赐《儒行》篇,不难看出其中砥砺士人之个体主体精神的意趣。
《儒行》篇所推崇的士人行径是“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

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32]1843-1848的勇猛独立风格。儒者应有“内称不辟

亲,外举不辟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茍利国家,不求富贵”[32]1851-1852的
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应该说,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风貌正是宋初儒

学个体主体精神自觉的典型代表。这种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也为宋代儒学希贤期圣之旨归提供了

内在精神动力。虽然程颐质疑《儒行》篇的真伪,指其为汉儒之杜撰,然其为学之强调个体主体能动

作用,圣贤可学而至的悸动与理学强调独立有为的精神旨趣乃是一致的。程颐曾说:

  圣人可学而至欤? 曰:然。学之道如何? 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是故觉

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

而诚,则圣矣。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故学必尽

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33]

北宋初年向士人颁赐《儒行》篇激励了一世风气,士人的精神风貌为之大变,大异于五代猥琐的

士人风貌。也正因为此,宋代才可能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可能。再加上宋代“不杀文臣”的“祖
训”,就进一步鼓荡起了士人在观念层面的个体主体自觉意识。这种观念层面的个体主体意识主要

呈现为理学强调的“主敬”“慎独”等个体道德修养的工夫,这也是理学相比于汉唐儒学特别重视个

体成德工夫的原因。汉代儒学与宋代儒学的区别之一就是汉代儒学特别强调君师对人施加教化,
宋儒则强调个体自身自作工夫以成德。董仲舒就说:“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

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

也。”[34]显然在董仲舒这里的人是一种被动的存在,没有王的教化,人就不能成其为人。而宋儒则

是要发挥个体自身的内在“天地之性”的明觉作用,扫除“气质之性”的干预,如前文程颐所说的那

样,宋儒讲究个体自身要“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显然,在宋儒这里,人是

成德成圣的主体,人能不能成其为人,关键在人自身而不是自身之外的君师教化。
基于上述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下一个结论:作为现代性核心因素的个体观念,在两

宋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层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展现。而宋代社会滋生的个体因

素在宋代儒学的观念体系里又呈现为一种个体德性主体,这就为乡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正因为个体因素在宋代的凸显,以个体为主体,个体间通过契约的方式去建构具有一定市民社

会色彩的各种行团组织才得以可能。当然,宋代的行团组织与现代“市民社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

不能误以为宋代的行团就是一种市民社会组织。这主要是因为宋代行团组织与官府的关系过于紧

密,有的甚至是在官府的干预之下成立的,以致行团组织有时完全沦为了官府的附属机构,承担着

官府在相关行团进行摊派行役的职责。不过行团组织到底还是有一些现代“市民社会”的色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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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表现在行团组织有时出于行团自身利益的需要,能够代表行团成员向官府进行交涉。如北宋熙

宁年间推行的免行钱法便是行团组织代表商户向官府进行交涉的结果①。此事说的是肉行的行头

徐中正提出由商户一次性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量的钱财后,商户便不再向朝廷交肉,官府最终接受了

这一提议。显然,宋代社会所激发出来的个体通过契约形式建构起的具有一定程度“市民社会”色
彩的组织,还是对个体起到了一些保护作用的。这股组建行团的风气延伸到道德领域就是乡约。
吕大钧在给其兄的信中就说:“今小民有所聚集,犹自推神头、行老之目。”[15]568其意显然是说,各行

各业既然都有组建行团等组织的风气,士人为砥砺道德品性而组建乡约这种具有契约伦理色彩的

道德共同体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三、乡约的变异与缺陷

中国社会在宋代萌生并达到相当程度的现代性因素随着元朝的建立而遭受了极大的遏制。明

承元制,明代前期的社会状况与元代几无二致。到了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自宋代孕育出的现代性

因素才再一次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但随后满人入主中原使中国的“内生现代性”因素再次遭受重

挫。在这一历史进程里,乡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却是一种扭曲性的发展,明清两代的乡约完全

丧失了在宋代所具有的契约伦理共同体色彩中的道德自治特征,彻底沦为明清两代官府控制基层

社会人心的手段。
(一)乡约的变异过程

元代并未推行过乡约,其基层生产教化的形式主要是农社制度。入明,草莽出身的朱元璋在开

国伊始就下令郡县皆立学校,还设立了专掌乡民教化的老人制度,不过这些很快就废弛了。明代中

后期商品经济的极大发展所带来的生活秩序的变化,引发了朝廷整合基层道德生活秩序的需要。
在朱元璋所设立的各级学校和基层教化制度都失效的背景下,具有较多乡村教化经验的“乡约”便
作为历史智慧再一次出现在了明代朝野各色人物的脑子里。乡约在永乐年间正式被朝廷下诏推

广,但施行不多。正统以后,全国许多地方都推行了乡约,然而此时乡约在性质上已和最初的《吕氏

乡约》发生了很大变化。明代乡约最具特色,也最能显示乡约变异为朝廷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灌输

和施加价值影响的地方,就是在乡约活动中首先宣读朱元璋的“圣谕六言”。根据董建辉的研究,最
早将乡约劝善同圣谕宣讲结合起来的,是嘉靖六年(1527)黄怿在泉州安溪知县任上推行的乡约[4]。

从王阳明所推行的《南赣乡约》和吕坤的《乡甲约》来看,原来乡约注重个体出入约自由的道德

自治色彩几乎完全没而不显。《南赣乡约》及其以后的各色乡约几乎都将乡民全部纳入乡约系统之

中,乡民已没有了出入约的自由。《南赣乡约》开篇就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教训口吻说:“咨尔民……
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35]吕坤的《乡甲约》更是将乡约与保甲结合,他说:“劝善惩恶,法本相

因,而乡约保甲原非两事。……约主劝善,以化导为先;保主惩恶,以究诘为重。议将乡约保甲总一

条编。”[36]在乡约中引入保甲,这就使乡约从社会自组织性质的道德自治转而成为封建帝国意识形

态灌输与价值影响的刚性途径。按吕坤的“乡甲约”,若某人在约中被判为大恶之人,就会在其门上

钉竖牌,书之“奸民某人”“诈伪某人”“无耻某人”等极具侮辱性的语言,且不许约中乡民与之往来,
每次乡约集会时,还被要求跪地听讲。对此,牛铭实批评说:“和以往比较,钉门牌的做法,通过羞

辱、冷落当事人。……与最初的乡约反其道而行。早先不张扬过恶,给人留余地。”[37]这样,明代的

乡约事实上也就变异成了帮助封建帝国进行乡村控制和道德绑架的机器。
在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世风丕变,个体性意识又一次被激发出来。如王艮就将齐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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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事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初,京师供百物有行,虽与外州军等,而官司上下求索,无虑十倍以上,凡诸行陪纳猥多,而赍操

输送之费复不在是。下逮稗贩、贫民,亦多以故失职。肉行徐中正等以为言,因乞出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故有是诏。”参见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4,熙宁六年四月庚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935页。



国平天下的起点“修身”改为了“安身”,他说:“明哲保身,良知良能也。……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

天下国家哉?”[38]而且社会上也再次涌现出许多带有契约色彩的行会组织。可惜这种能激发中国

社会现代转向的思想资源和社会生活方式很快又在明清鼎革的巨浪面前再一次沉没。
清代自顺治十六年(1659)就下诏开始推行乡约。清代乡约的做法和明代一样,乡约聚会活动

的中心内容就是宣讲和朱元璋“圣谕六言”几乎一字不差的《圣训六谕》,以及雍正年间颁布的“上谕

十六条”、《圣谕广训》等。当然,这种乡约看不到任何有成德需求的个体化的德性主体的努力,最后

只能徒有其形,日渐官役化而远离乡民真正的道德诉求和日常生活。内阁学士凌如焕给乾隆的一

个奏折里就描述过乡约徒有其形的情形,他说:“宣讲上谕一事,督、抚荐举属吏,率皆首列此案。究

竟天下州、县,皆不过于朔望近地,齐集绅衿、约保,即随从衙役人等,遵照原文,口诵数件,事毕而

散。其荷锄负耒之夫,阛阓贸易之子,并未有一人舍其本业,前来听讲者。其听又于圣言之精义,未
能入耳会心。”[39]可见,清代的乡约不过是帝国专制权力横霸乡村教化空间的程式而已,已完全不

合宋代乡约肇始时候的意思了。
能产生契约需求的独立自主个体意识的再临,几乎要降至20世纪之初的“五四”时期了,而且

这个时候的个体主体意识也从西方引入了一定的权利思想,但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各种原

因,个体主体性没能得到很好的伸展。而梁漱溟先生以乡约的模式推行乡村建设,也不过仅仅是乡

约的余响而已。
(二)乡约的缺陷

具有道德自治色彩的乡约何以如此轻易为权力所利用,蜕变为专制帝国牢笼基层社会人心的

意识形态灌输工具? 要害就在于缔结乡约的主体是一种德性主体而非权利主体。这大不同于现代

社会以个体权利为本位,通过契约的形式组建社会组织以保护个体权利的进路。

1.现代契约论的个体权利本位优势

现代语境下的个体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个体。从传统社会网络中脱嵌出来的个体实质

上是让个体赢得了自由。但个体自由如何实现呢? 现代政治最重要的成就可以说就是以个体权利

作为实现个体自由的保障。没有权利的自由只能是虚幻的、虚假的自由。在现代社会,对自由的追

求主要就表现为对个体权利的追求。
对个体权利的看重,从格劳秀斯、霍布斯到洛克都有过明确的表述。霍布斯所设定的人人相互

为敌的自然状态其实就是承认了各个人都有权采取各种措施来捍卫自己的各种自然权利而又没有

达成共识的状态。对洛克来说,通过契约构建起来的社会或国家是以保护个体的生命权、自由权和

财产权为目标的。如果社会或国家不能很好地保护个体这三项最基本的权利,个体就有权推翻通

过契约建构起来的社会组织或国家。“理性的人可以讨论他们愿意在什么样的国家里生活,以及按

照什么条件在其中生活。国家有其用途,是人发明的机器,就像人发明的一切机器,可以改善甚至

拆掉。人当然不会为‘轻微且一时的理由’而拆这机器,但拆机器的可能性永远存在。”[40]卢梭的社

会契约也是为了“创建一种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产的结合形

式”[41]。罗尔斯正义论框架下的契约伦理实际上还是聚焦于社会资源的分配正义,最终指向的也

是个体权利、利益的维护。在这种历史视野下,现代契约论是一种以个人权利为本的社会建构方

式,正是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构成了通过契约所构建起来的社会组织或国家的正当性基础。
显然,现代契约精神重在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与尊重,而不看重个体德性品格的提升和追求卓

越,这其实也是启蒙时代所激发出来的世俗化倾向的表现之一。用以赛亚·伯林“消极自由”和“积
极自由”的话语来划分的话,现代契约精神偏重于消极自由的一面。尽管在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里

有强调人应通过契约寻求自我完善性(perfectibility)的一面,但是这一面并未成为现代社会进行制

度安排的指导思想。现代社会的制度安排还是以防范个体之外的一切横暴权力对人的权利的危害

为主展开的。就现代社会的历史开展来看,“消极自由”才是保证个体自由真正得以实现的维度。

34



2.乡约的个体德性本位缺陷

宋代社会萌生的个体主体性是德性本位的,强调个体内在德性的提升与个体的自我完善,而不

在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这种以个体成德为中心的个体主体性思路正是整个宋明理学的传统。宋

儒与汉唐之儒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宋儒将作为外在终极根据的天理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了人的本

性(即人所具有的“天地之性”),将个体视作拥有内在先天善性的道德主体。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

扩充此内在善性,此扩充即是一个“以理去欲”的自觉的道德修养过程,这在宋儒那里又被称为“工
夫”。个体成德的工夫就是要洗涤个体身上各种因气秉之杂所带来的欲望、激情,恢复先天内在于

人身的天地之性,即人的本真存在。所以宋明儒一概认为人之为学的目的就在于“超凡入圣”,将自

身锤炼为圣贤君子。朱熹就说:“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为学,须思所以超凡入圣。……不可

倚靠师友,不要等待。……道不能安坐等其自至,只待别人理会来,放自家口里!”[28]133-135这里,“不
可倚靠师友”“不要等待”“不能安坐等其自至”说的正是个体作为德性主体的自主性。

继续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来看,个体成德的自由显然是一种积极自由,即以一种

更高的真实的自我来压制低级的不真实的自我。在作为理学家的吕大钧那里,个体更高更真实的

存在乃是人的内在天地之性,也就是理学家所说的天理。由此,个体成德就有一种很强的目的论色

彩,这种目的论立场势必就会限制个体的自由,会封闭人作为最本己能在的自由存在。
从现实性来看,“天理”所彰显的生活世界本质上是一个维持家族式群体生活方式的“礼”的世

界。个体成德是为了使人在群体性生活方式中找准自己的位置,而不作任何越位之念头,这就是人

的天理朗现。因此。“天理”事实上是一个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礼教”的世界。也因此,个体成

德就变成了遵从“礼教”。按儒家的立场,本应是圣人制礼,“圣人作,为礼以教人。……知自别于禽

兽”[32]17。但现实的礼却都不是圣人制作的,而是世俗的君主制作的。于是,权力与道德在这里实

现了合流,理学在不知不觉中蜕变成了替专制皇权提供合法性支撑的理论体系,提升个体德性就变

成了遵从权力所设定的人伦生活秩序。个体赢得道德光环的同时,也给自己戴上了道德和权力的

枷锁,而这正是新文化运动反礼教的原因所在。

四、结 语

由于组建乡约的个体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利个体,而是理学思想视域下的德性个体。这就

使乡约这种道德共同体组织不但不能保护个体自由、权利,反而极容易在蛮横的专制权力面前沦为

权力的附庸。这就是乡约进入明清以后变异为专制权力控制基层社会和牢笼人心的工具之原因所

在,当然这也是萌生于宋代的契约行为与思想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而成为现代契约论的原因所在,
也是近代虽有知识精英以各种方式试图恢复乡约道德自治的古意但终究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

当代中国在器物技术层面毫无疑问已完全进入了现代社会,但是在观念领域,尤其是道德领域

还不能说已完全实现了现代转型。任何民族都存在一个传统伦理形态现代转型的过程,但这一转

型并不一定意味着是要和传统伦理形态决裂,事实上也不可能。那么,澄清传统伦理个体主体性因

素,乃是实现传统伦理形态现代转型的基本前提。因此,理清宋代萌生的个体主体性因素以及在此

基础上形成的契约伦理共同体的产生原因及其变异过程,乃是建构现代中国伦理形态的一个基本

历史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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